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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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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上游地区是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利用长江上游地区328个县域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环境有显著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

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城镇化水平、经济活跃度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促进生态环境

质量的调节作用越明显;土地利用程度增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在
长江上游数字化普及水平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由此,提出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布局、分区施策

推动产业园区化发展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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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上游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

源涵养区,其生态安全直接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可持

续发展与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全局。2016年中国明

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

展导向,并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定位。2021年《关于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进一步要

求,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深度耦合,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然而,长江上游县域的产业

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动态关系存在显著的

复杂性。这一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县域尺度产业

结构升级的生态环境效应,成为破解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难题的重要命题。
长江上游地区覆盖11个省的328个县域,其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占全流域的47.30%[1],也承载着占

流域总人口33.20%的居民生计需求[2]。2020年该

区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6.29%[3],2021年

其单位GDP能耗平均值为0.58吨标准煤/万元[4],
较全国平均水平(0.48吨标准煤/万元)高出20.8%。
与此同时,2021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仍高达117
万km2[5]。这种“高增长伴随高排放”的路径依赖,暴
露出传统产业升级滞后与生态承载力阈值之间的尖

锐矛盾。值得追问的是:县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

否真正带来了环境质量改善? 在政策驱动与地理特

殊性的双重影响下,长江上游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生

态效应是否存在多样化的路径?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与环

境污染关联性分析,对以下两个维度的探讨相对较

少:其一,县域作为政策落实的基本单元,其产业结

构升级的动力机制与生态效应具有显著的地方性

特征;其二,长江上游地区地形破碎、生态敏感度

高,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可能引发非线性生态影

响。因此,基于普遍认识: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

境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

级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现着眼于长江上

游地区,从县域的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产业结构合

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角度,深入探究其对生

态环境质量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继而以城镇

化水平、经济活跃度和土地利用程度为切入点,具
体剖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并提

炼相关政策建议,为探寻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生态环

境改善的实践路径提供理论方案。这不仅关乎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还可以为全球大河流域

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样本”,具有深远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保持各个产业在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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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的比例关系协调,依据发展需求实现生产要素

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最终达到产业结构与需求结

构相适应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提高产

业技术水平、增加产业附加值和优化产业结构,使
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学者们主要从指标测度、
影响因素、作用评估等方面展开研究。在指标测度

方面,大多数学者常利用二、三产业产值关系衡量

产业结构升级[6-7],在此基础上,徐峰和薛泽帅[8]额

外引入了平均劳动生产率计算出产业结构升级指

数;姜国新和武宇超[9]采用熵权法赋予产业结构高

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同权重,计算产业结构综

合发展指数;樊建强和谢靖雯[10]参照构建Moore结

构变动指数的思路计算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泰尔指

数的倒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随着研究深入,
更多学者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

个角度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展开测度。在影

响因素方面,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11]、绿色金

融[12]、数字经济[13]等均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

了显著影响,可持续创业增长[14]、要素流动[15]、资
源禀赋[16]和技术创新[17]在影响中起到了调节或中

介作用,并且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验证了环境

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18]。在作用评

估方面,从生态效应角度梳理可以发现,产业结构

升级正向促进生态效率提升[19]且具有正向空间溢

出效应[20],其中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作用相

反[21],并且产业结构升级还调节了环境法规对空气

污染的影响[22];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碳排放效率

增强[2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可以降低工业

污染水平[24],也会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效率[25]、生态

福利绩效[26],在长江流域中上游的影响具有明显的

异质性[27],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8]和企业社会

责任[29]在减少碳排放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目前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其量化测

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在测度方面,现有研究利用政府

统计数据、卫星遥感数据、调研数据等数据,形成了遥

感生态指数[30]、分类用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31]、生
态环境发展水平[32]等表征指标。在影响因素方面,
现有研究[33-38]已从产业融合、土地城市化、城镇化发

展进程、数字金融的快速增长、气候变化背景等方面

综合探究了多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研究成

果,主要包括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和多视角下

的影响关系两大方向。在耦合协调方面,长江流域

与黄河流域是主要的研究区域。在资源约束与环

境压力下,长江上游产业集约化程度低,产业优化

升级相对落后[39],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

的耦合协调程度上升[40-41]。在长江中游省会城市

带动周围地级市形成的城市群中,产业结构与生态

环境耦合协调度较高且呈现上升趋势[42]。然而,也
有研究认为长江上游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质

量耦合程度高于中下游[43]。在黄河流域,经济增

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整体上尚未达到协同

发展状态[44]。资源型城市通过工业混合效应推进

工业结构发展进而提高生态环境水平,实现产业结

构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相对稳定[45]。在经济发达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中的空间集聚

效应更为明显[46]。在影响关系方面,不同的产业结

构水平与地理因素使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环境产

生了差异化的影响。随着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

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和状态都

向积极方向变化[47],正如工业结构演变是区域减排

的主要途径,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下降[48]。沿

海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着

非线性关系,拐点之后的环境会随产业结构升级不

断改善[49]。在空间溢出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级化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分别呈“U”
型和倒“U”型[50]。在长江流域,产业转移缓解了下

游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压力,产业承接加剧了中游

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压力而上游经济欠发达地区

所受影响较小[51];并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

生态优化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合理化水平的提高

使得高级化的影响下降[52]。在黄河流域,产业结构

合理化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生态环境产生更大的

促进作用[53]。当下,“双碳”目标已在环境优化和产

业升级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54]。长期来看,产业

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中

的作用会逐步减弱[55]。

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1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

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要素配置不断趋向于帕累

托有效率状态,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生态

压力。从各产业内部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

意味着有限资源能够按照各部门的实际需求和生

产效率进行分配,实现帕累托改进。当产业结构合

理化水平较低时,第一、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能源

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较多;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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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时,第二产业占比下降,通过科技进步和政

策导向可以扶持并促进高效低耗能产业的发展;第
三产业产值占比不断上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高污

染高能耗产业的生产要素疏解,实现生态环境质量

的改善。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不断提高,有助于建

立和完善产业间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打通不同产

业部门、上下游之间的资源循环链条,通过促进资

源循环利用降低污染排放。
(2)产业区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配置推

动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域内集聚,形成区域产业分工统

筹促进生物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具体而言,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时,产业聚集

经济发挥共享效应、学习效应、技术效应不明显,单个

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较高,产业内部、上下游企业之

间的要素利用衔接机制不完善,产业链的发达程度较

低使得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较高。
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高时,根据要素禀赋理论,
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既可以避免因产业同质

化发展而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破坏和产业内部

竞争加剧所引起的效率损失,还能够实现污染产业的

区际转移和集中治理,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支付机

制补偿因产业转移而受到影响的地区,促进区域生态

环境的整体优化。
(3)产业关联更加紧密、聚合质量提高。产业结

构合理化过程意味着产业间的供需关系不断向动

态平衡状态趋近,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与消

费能够有效衔接。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时,
从投入产出角度看,产业关联不强会使各产业的投

入产出比居高,生产过程中的冗余环节和过度投入

会耗费过多能源和加大污染物排放。当产业结构

合理化水平较高时,产业关联更加紧密且表现为产

业协同效应与克服外部性,产业协同强化了产业间

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从而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效

率和竞争力,技术溢出和知识共享可以有效克服企

业之间的外部性影响,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

“U”型关系。
2.2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生产技术进步带动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产

业结构高级化过程是生产技术发展进步的过程,当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煤炭等传统能源对产

业结构调整的制约作用较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污染物的排放降低了大气环境质量。当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与技术

的研发进一步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了治理

效率,企业等社会主体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

比得到改善,其主动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有所增

强。技术创新还可以促进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高
精度的环境监测设备、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卫星遥感

技术等可以监测大面积的大气污染和土地利用变

化[56]情况,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2)主导产业更迭带动产业生态转型。随着产业

结构高级化,主导产业从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

向新兴的生态友好型产业更迭。当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较低时,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主导产业附加值低

而能源消耗量与排污量高,技术有限使能源利用效率

相对较低,低端制造产业的发展加大了环境压力。当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时,新兴主导产业本身具有

低碳环保特性并带动关联产业的生态化变革,同时主

导产业更迭会引导社会资源向生态友好型产业流动,
金融机构更倾向于为绿色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科研机

构不断加大对新兴生态产业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从
而加速整个产业体系的生态转型。

(3)产业融合引领生态创新模式。产业融合是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途径,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下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与表现形式。当产业

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较为单

一、创新动力相对不足以及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

升,产业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相对有限,对生态资源

的统筹利用与有效保护程度较低。当产业结构高

级化水平较高时,一方面,产业融合所产生的新业

态、新模式具有生态保护优势,如生态农业与旅游

产业融合而成的生态旅游农业模式将农业生产过

程与旅游观光相结合,既提高了农业的附加值,又
保护了农田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产业融合拓展了

生态资源的利用范围和方式,如传统手工产品制作

与文创产品开发的融合使得生态资源的潜在经济

价值得以实现,促进了地方特色生态资源的保护。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

“U”型关系。
2.3 城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人口向城镇集聚会带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

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在城镇化初期,短期内大

量产业和人口涌入城市,以资源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加上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水平相对落后,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同时城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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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抑制了产业结构合

理化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尽管产

业结构在合理化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不

断优化,但高度城镇化伴随着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
产业总体规模的增长可能导致对资源的过度需求,使
得资源的消耗速度加快,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

力,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在高度城镇化地区,高
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外围区域转移也可能产生生态

压力。例如,“万里长江第一县”,四川省宜宾市江安

县工业园区[57]是首批四川省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

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70家,其中东片区以化

工产业为主导。2021年,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发现[58],该园区在长江干流1km红线外违规建

设了5个化工项目,5年内累计转运工业废水量高达

268万t,对水域生态平衡构成了威胁。同时,园区内

应急管理体系远不达标,因臭气问题被居民投诉

279次,反映出部分企业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的薄弱

与欠缺,增加了环境风险和潜在危害。因此,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H3: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倒

“U”型关系中,城镇化水平会起到调节作用,随着城

镇化水平提高,其正向促进的调节作用越明显。
2.4 经济活跃度的调节作用

区域经济活跃度的变化可以折射出区域经济

的发展动态,包括产业的扩张、升级以及经济要素

的集聚与扩散;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繁荣程度与公

共服务供给的完善程度。
根据有关研究[59-60],当经济活跃度较低时,经济

活动分散,产业集聚度低,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

发展大量依赖自然资源,技术落后、资源粗放利用,企
业间合作度松散、产业链的发展程度低,增加了生态

压力,环境质量有所下降;同时,在社会生活方面,公
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能力不足,环境处理设施与技术水

平有限,影响了生态环境质量。当经济活跃度较高

时,区域内经济活动集聚程度较高,产业结构更为复

杂。产业合理化初期虽经济增长快,与生态保护尚未

达到平衡关系,但集聚效应、市场竞争与政府监管约

束可以缓解环境质量下降。产业结构合理化后期阶

段,高新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融合与协同创

新加强,形成生态化产业体系,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社
会生活上,居民对生态质量的要求促使政府加强环保

建设,居民绿色消费观念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形
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例如,重庆市奉

节县实现从煤炭产业向以脐橙为代表的生态农业

转变,综合产值超65亿元并且减少水土流失超

10万t[61],同时加强了生态环境治理,完成170个长

江入河排污口全面整治并启动“无废城市”建设[62]。
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倒

“U”型关系中,经济活跃度会起到调节作用,随着经

济活跃度提高,其正向促进的调节作用越明显。
2.5 土地利用程度的调节作用

土地作为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其供给数量、
质量及空间分布直接影响产业发展方向与结构调

整。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会减轻产业过度集

中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土地集约利用促进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发展,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土地产出效

益;政府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土地供应,通过对

土地空间规划布局鼓励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程度对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节主要通过

以下途径实现:其一,借助土地利用规划与市场机

制,土地资源向生态效率优势及新兴产业倾斜;同
时,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协同,推动产业结

构向更高层次演进,通过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与拓展

延伸产业链,可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废弃物最小

化,在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高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其二,政府面向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

给予土地优惠政策,通过土地环境规制政策会对土

地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进行限制和规范。政府

划定生态红线、保护自然保护区等举措加强生态用

地的保护,改变了土地利用结构,利于高端绿色产

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其三,
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是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近年

来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倾向于将相关产业集中布局,
形成产业园区或产业带,提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配套服务能力,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土地利用效率

提高。产业集聚下,企业为保持竞争优势而加大研

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减少生产过程

中的污染物排放,实现节能减排,推动产业结构向

高端化、低碳化升级。同时,产业升级促使土地利

用更高效,可腾出空间用于生态修复与绿化建设,
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形成产业发展与生态提升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例如,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通

过石漠化地区回填与芒果产业培植相结合的生态

修复模式,将废弃矿区变为果园和生态用地,森林

覆盖率达72.66%,并且成功打造了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品牌化发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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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出研究假说H5:土地利用程度增强了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U型关系,即土

地利用程度越高,其正向增强的调节作用越明显。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3.1.1 被解释变量:遥感生态指数(RSEI)
遥感生态指数(RSEI)从湿度、绿度、热度、干度4

个方面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湿度指

标衡量区域地表土壤、植被、水域湿润程度,需要对区

域内大面积水体进行水体掩膜处理后获取;绿度指标

由归一化植被指数表征,反映植被变化规律,衡量区

域植被覆盖程度;热度指标由大气校正法反演后的地

表温度表示,代表地表热辐射强度;干度指标表示区

域干化程度,通过裸土指数和建筑指数计算反映出地

表裸露程度。对4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采用主

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RSEI指数。
3.1.2 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TL)、产业结构

高级化(AIS)
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

合理化两个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TL)可以反映

产业间结构转换能力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借鉴干

春晖等[64]的做法,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偏离均

衡状态的程度,公式为TL=∑
n

i=1

Yi

Yln
Yi/Li

Y/L
。其中

i=1,2,3,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Y、L分别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总从业人员数;Yi、Li

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及对应的从

业人员数。泰尔指数为逆向指标,泰尔指数越接近

0,表示产业结构越接近均衡状态,对泰尔指数进行

负向指标标准化处理。产业结构高级化(AIS)衡量

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参考张欣艳等[65]的测算方式,
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衡量。
3.1.3 调节变量

选取城镇化水平(URL)、经济活跃度(EA)、土
地利用程度 (LU)作为调节变量。

城镇化水平(URL)是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

的比率,反映了县域城镇人口的发展情况,是新型

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农村人口转变为城

镇人口的直接体现,相较于以产业指标度量的经济

城镇化或以建成区面积度量的空间城镇化,人口城

镇化更符合县域城镇化的客观实际。
经济活跃度(EA)由夜间灯光数据表示,利用中

国“类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集,按年度提

取夜间灯光亮度平均值,以测算区域经济活动强度。

土地利用程度 (LU)是反映人类对土地实际开

发利用程度的指标,表征人类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干

扰程度。参照古晋锴等[66]的相关研究,土地利用程

度计算公式为LU=∑
n

i=1
(AiPi)。其中,LU为土地

利用程度;Ai 为各类型土地的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参考吴翠霞等[67]确定的数值,设置不透水面为4,农
田为3,林地、灌丛、草地、水域、雪/冰、湿地为2,荒
地为1;Pi 为各类型土地面积占总面积比。
3.1.4 控制变量

区域生态环境除了受到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外,
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参考朱洪平[68]的研究,
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用价格指数转换为以2010年为基

期的实际值;政府干预强度(GOV),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城乡居民可支配收

入差距(GA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与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之比;人口素质(EDU),地
区人 口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地 区 数 字 化 发 展 程

度(INFO),年末总户数户中移动电话用户数户所占

比例。为缩小量纲不一致带来的估计误差,对上述

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均进行对数处理。
3.1.5 数据说明

计算遥感生态指数的基础数据来源于GEE云平

台的MODIS数据集,经过严格校验与处理,具有较高

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土地分类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年

度土地覆盖数据集[69](CLCD);计算经济活跃度的基

础数据来源于施开放[70]公布的中国“类DMSP-OLS”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1000m,数据坐

标系统为WGS_1984_Albers,数据质量较优且能很好

地覆盖研究的时间区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长江上游

地区328个县域2010—2020年(每5年取1期样本)
的《统计年鉴》,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变量说

明见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3.2 模型设定

3.2.1 基准模型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

平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RSEIi,t =α0+α1TLi,t+α2AISi,t+

α3TLSQi,t+α4AISSQi,t+
α5Controli,t+λi+δt+εi,t (1)

式中:TLi,t和AISi,t为解释变量一次项;TLSQi,t和

AISSQi,t 为解释变量二次项,二者可以体现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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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单位

被解释

变量
遥感生态指数 RSEI 见上文 —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lnTL 泰尔指数 —

产业结构高级化 lnAIS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
二产业增加值

%

调节变量

城镇化 lnURL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
经济活跃度 lnEA 见上文 —
土地利用程度 lnLU 见上文 —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政府干预强度 lnGOV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

城乡居民可支配

收入差距
lnGAP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人口素质 lnEDU
地区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
年

地区数字化

发展程度
lnINFO

移动电话用户数户/
年末总户数户

%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SEI 984 0.6777 0.1272 0.3002 0.8416
lnTL 984 -0.1851 0.5335 -15.5100 0.0000
lnAIS 984 0.0635 0.7499 -1.9617 2.9733
lnTLSQ 984 0.3186 7.6740 0.0000 240.5601
lnAISSQ 984 0.5658 0.9417 0.0000 8.8403
lnPGDP 984 9.7067 0.6130 7.8072 12.9679
lnGOV 984 -1.3211 0.8467 -3.5227 1.3201
lnGAP 984 -0.7866 0.5438 -2.1521 0.8574
lnEDU 984 2.0537 0.1792 0.8838 2.4345
lnINFO 984 0.8076 0.7298 -2.8249 3.6419

构升级水平;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εi,t

为随机误差项;α1~α5 为回归系数;λi、δt 分别为个

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3.2.2 调节效应模型

为研究城镇化水平、经济活跃度、土地利用程

度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

系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产业结构合理化分别与城镇化、经济活跃度的

交乘项,引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土地利用程度的交

乘项,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RSEIi,t=β0+β1TLi,t+β2AISi,t+

β3TLSQi,t+β4AISSQi,t+β5URLi,t+
β6TLi,t×URLi,t+β7TLSQi,t×URLi,t+
β8Controli,t+λi+δt+εi,t (2)

RSEIi,t=β0+β1TLi,t+β2AISi,t+
β3TLSQi,t+β4AISSQi,t+β5EAi,t+
β6TLi,t×EAi,t+β7TLSQi,t×EAi,t+
β8Controli,t+λi+δt+εi,t (3)

RSEIi,t=β0+β1TLi,t+β2AISi,t+
β3TLSQi,t+β4AISSQi,t+β5LUi,t+
β6AISi,t×LUi,t+β7AISSQi,t×LUi,t+
β8Controli,t+λi+δt+εi,t (4)

式中:TLi,t×URLi,t、TLi,t×EAi,t、AISi,t×LUi,t、
TLSQi,t×URLi,t、TLSQi,t×EAi,t、AISSQi,t×LUi,t

分别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经济活跃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土地利用程度的

交乘项;β0为常数项;β1~β8为回归系数。
3.3 基础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提升模型选择的科学性,依次选取

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逐一检验,结果见表3。首先通过多重共线性

检验确保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间的独立性,
结果显示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本文所用面板数

据的时间点数量比截面数据量小,故不再进行面

板单位根检验。再次,通过Hausman检验对比固

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Prob>
chi2,因此不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其系

数是无偏的,因此本文的基准模型为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
根据表3列(5)和列(6)可以看出,不管是否

加入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

的二次项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均为正,表明

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呈现出“U”型
关系。采用Utest检验法验证“U”型关系,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检验结果显示P=0.00214,产业结构

合理化的检验结果显示P=0.00152,均接受存在

“U”型关系的备择假设。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生

态环境质量的“U”型曲线中,将拐点值作对数转换

并还原回标准化前的原始数据,得到产业结构合

理化极值点为2.390,其经济含义为:当产业结构

合理化小于2.390且不断向0趋近时,生态环境

质量随着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增加而逐渐提升;
同理,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U”型
曲线中,将拐点值作对数转换,得到产业结构高级

化极值点为1.945,其经济含义为:当产业结构高

级化水平小于1.945时,生态环境质量随着产业

结构的高级化水平增加而逐渐减小,当大于极值

点1.945时,生态环境质量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

化水平增加而逐渐上升。据此,假设 H1与假设

H2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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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RSEI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5) (6)

lnTL
0.098*** 0.074*** 0.097*** 0.070*** 0.078*** 0.071***
(0.023) (0.024) (0.019) (0.020) (0.023) (0.023)

lnTLSQ
0.005*** 0.004*** 0.005*** 0.004*** 0.004***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nAIS
-0.059*** -0.049*** -0.055*** -0.044*** -0.022*** -0.014*
(0.005) (0.006) (0.004) (0.005) (0.007) (0.007)

lnAISSQ
0.016*** 0.014*** 0.012*** 0.010*** 0.014*** 0.011***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lnPGDP
0.001 -0.023*** 0.027**
(0.010) (0.009) (0.011)

lnGOV
0.015* -0.009 0.001
(0.008) (0.007) (0.008)

lnGAP
-0.019*** -0.005 -0.014*
(0.007) (0.006) (0.008)

lnEDU
0.098** 0.127*** 0.167***
(0.050) (0.033) (0.049)

lnINFO
-0.015** -0.026*** -0.009
(0.007) (0.006) (0.007)

常数项
0.689*** 0.490*** 0.691*** 0.655*** 0.684*** 0.075
(0.004) (0.136) (0.007) (0.094) (0.004) (0.146)

样本数 984 984 984 984 984 984
R2 0.197 0.220 0.064 0.147 0.883 0.887

个体固定 No No No No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No No Yes Yes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3.4 内生性检验

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methodof
moments,GMM)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通过引入

滞后1期的遥感生态指数(L.RSEI)作为工具变量,
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Sargan检验用于

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当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

大于显著性水平时,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偏误。AR(1)和AR(2)分别检验序列的一阶和二

阶自相关,模型有效下应该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

在二阶自相关。根据表4,Sargan检验结果为

0.128,可以接受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AR(1)的
检验结果小于0.1,AR(2)的检验结果大于0.1,说
明模型设定合理。因此,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产
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3.5 稳健性检验

采用逐步回归法和剔除县级市样本的方式检

验结果的稳健性。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并采用前文

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1)~
列(6)。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二次项回归系

数在1%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与前述基准回归结果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RSEI

L.RSEI 0.0966***(0.0254)

lnTL 0.0805***(0.0148)

lnTLSQ 0.0139***(0.0029)

lnAIS -0.0252***(0.0072)

lnAISSQ 0.0061**(0.0026)

lnPGDP -0.0074(0.0100)

lnGOV -0.0010(0.0060)

lnGAP -0.0018(0.0118)

lnEDU 0.0583***(0.0214)

lnINFO -0.0158***(0.0044)
常数项 0.6879***(0.1081)

AR(1) 0.000
AR(2) 0.208
Sargan 0.128

 注:***、**分别表示在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

准误。

一致。此外,因县级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与其他

区县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全样本剔除县

级市样本,结果见表5列(7)、列(8),产业结构合理

化、高级化的二次项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

著为正,再次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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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RSEI

逐步回归 剔除县级市样本

(1) (2) (3) (4) (5) (6) (7) (8)

lnTL
0.078*** 0.076*** 0.076*** 0.073*** 0.075*** 0.071*** 0.075*** 0.064***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0.023) (0.024) (0.024)

lnAIS
-0.022*** -0.017** -0.018** -0.016** -0.015** -0.014* -0.018*** -0.008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8)

lnTLSQ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nAISSQ
0.014*** 0.013*** 0.013*** 0.013*** 0.011*** 0.011*** 0.014*** 0.010***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lnPGDP
0.025** 0.025** 0.026** 0.026** 0.027** 0.03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lnGOV
0.002 0.001 -0.001 0.001 0.003
(0.008) (0.008) (0.008) (0.008) (0.009)

lnGAP
-0.009 -0.014* -0.014* -0.017**
(0.008) (0.008) (0.008) (0.008)

lnEDU
0.157*** 0.167*** 0.170***
(0.048) (0.049) (0.050)

lnINFO
-0.009 -0.013*
(0.007) (0.008)

常数项
0.684*** 0.445*** 0.442*** 0.425*** 0.097 0.075 0.683*** 0.031
(0.004) (0.103) (0.103) (0.104) (0.145) (0.146) (0.005) (0.149)

样本数 984 984 984 984 984 984 915 915
R2 0.883 0.884 0.884 0.885 0.886 0.887 0.884 0.888
adj.R2 0.823 0.825 0.824 0.825 0.827 0.827 0.825 0.829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3.6 异质性分析

利用所研究县域2010—2020年平均每百户宽

带接入户数表征数字化普及水平,逐年以各县域的

数字化普及水平的中位数为标准,分为474个低数

字化普及水平地区样本与473个高数字化普及水平

地区样本。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6。
在低数字化普及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

级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有显著的“U”型关系且与

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意味着当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

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态环境将随该程度的提高而不

断优化。这可能是因为在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初始阶

段,产业结构调整依赖于生产要素的量的扩张,制造

业的膨胀发展增加了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初级形态

的服务业兴起产生了低效的空间占用。但随着产业

合理化程度的提升,生产要素逐步向技术与资本密集

型领域转移,生态环境压力不断下降;同时,当产业结

构高级化突破拐点后,知识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扩散

形成正反馈机制,再配合环境规制政策,最终实现了

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质量改善的协同。
在高数字化普及水平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

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U”型关系不显著,很可能是

因为该地区已越过拐点,产业结构高级化已进入对

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正向影响的阶段。数字化的深

度渗透得以重构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源于数

字技术工具的普遍使用优化了生产流程,同时服务

业数字化转型催生出的低碳新业态也优化了能源

结构与使用效率。因此,一定程度的数字化水平打

破了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约束条件,加速了技

术数字化转型的迭代,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

改善保持长期线性正相关。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变为倒“U”型,可能是在长期

中,当生态环境质量居于高位水平时,会产生动态

波动。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形成可能源于以下机制

的交互作用:首先,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

进存在阶段性阈值,当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超过最

优规模时,产业协同效应可能转化为新的环境压力

源。其次,受限于生态承载力的刚性约束,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边际生态效益最终呈现递减趋势。最

后,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会诱发企业和居民环保行

为的松弛化,带来环境治理投入的边际成本递增。
3.7 机制检验

3.7.1 基于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7中列(1)的结果显示,二次交互项系数显著

为负值,则说明城镇化水平使得曲线更加陡峭;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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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RSEI

低数字化普及水平 高数字化普及水平

lnTL
0.099*** -0.031
(0.035) (0.047)

lnTLSQ
0.006*** -0.050*
(0.002) (0.030)

lnAIS
-0.064*** 0.012
(0.012) (0.009)

lnAISSQ
0.025*** 0.003
(0.007) (0.003)

lnPGDP
-0.014 0.024
(0.016) (0.015)

lnGOV
0.029* -0.010
(0.015) (0.009)

lnGAP
-0.013 -0.023**
(0.013) (0.010)

lnEDU
0.240** 0.100**
(0.099) (0.050)

lnINFO
-0.030*** 0.025**
(0.009) (0.011)

常数项
0.392 0.160
(0.246) (0.178)

样本数 474 473
R2 0.896 0.921
adj.R2 0.836 0.87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

结构合理化一次项回归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次项回归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

结果相比由正变负,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次项与城镇化

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中,城镇化水平

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城镇化水平越高,其正向

促进的调节作用越明显。据此,假设H3得以验证。
3.7.2 基于经济活跃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7列(2)报告了经济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结果

显示,加入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活跃度交互项之

后,二次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次项

的估计系数符号同为负号,这表明在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中,经济活跃度

发挥了调节作用,即经济活跃度越高,其正向促进的

调节作用越明显。据此,假设H4得以验证。
3.7.3 基于土地利用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参照Hanns等[71]的研究,“U”型关系的调节效

应主要体现在加入调节变量后的“U”型曲线与原曲

线相比其拐点是否发生移动、曲线陡度(开口大小)
和曲线形状(开口方向)的变化。根据模型(4)和
表7列(3),β2β7 >β4β6 说明曲线拐点向右发生偏

移。系数β7和系数β4同为正号,说明曲线变得更加

表7 3种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RSEI

(1) (2) (3)

lnTL
0.070*** -0.008 0.015
(0.024) (0.040) (0.021)

lnTLSQ
-0.014* -0.064* 0.001
(0.008) (0.034) (0.001)

lnAIS
-0.015** -0.015** -0.019***
(0.007) (0.007) (0.006)

lnAISSQ
0.010*** 0.011*** 0.009**
(0.003) (0.003) (0.004)

lnURL
-0.016
(0.026)

lnTL×lnURL
-0.173**
(0.074)

lnTLSQ×lnURL
-0.190**
(0.082)

lnEA
-0.010*
(0.006)

lnTL×lnEA
-0.030**
(0.013)

lnTLSQ×lnEA
-0.019**
(0.010)

lnLU
-0.061
(0.177)

lnAIS×lnLU
-0.366***
(0.027)

lnAISSQ×lnLU
0.110***
(0.023)

lnPGDP
0.023** 0.025** 0.003
(0.011) (0.011) (0.010)

lnGOV
-0.002 0.002 0.000
(0.008) (0.008) (0.007)

lnGAP
-0.015* -0.014* -0.008
(0.008) (0.008) (0.007)

lnEDU
0.143*** 0.171*** 0.079*
(0.050) (0.050) (0.043)

lnINFO
-0.010 -0.011 -0.016**
(0.007) (0.007) (0.006)

常数项
0.150 0.082 0.356
(0.162) (0.149) (0.383)

样本数 984 984 984
R2 0.888 0.888 0.914
adj.R2 0.829 0.828 0.86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

陡峭。回归结果显示,产业机构高级化一次项和二

次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0.009,分别在

1%、5%水平上显著,两者与土地利用程度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36、0.110,均在1%水平上

显著,说明土地利用程度正向强化了产业结构高级

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U”型关系,且使得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延后出现。
据此,假设H5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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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切入

点,利用长江上游地区328个县域2010—2020年的

面板数据,将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统筹考虑,
先通过理论分析梳理其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再
依次选择城镇化水平、经济活跃度、土地利用程度

3个调节变量,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探究其

中的作用路径。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县域产业结

构升级对生态环境有显著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合理

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U”
型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高级化水平处于较

低阶段时会抑制生态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

平、高级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促进生态环境质

量的提升;②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

间的倒“U”型关系中,城镇化水平、经济活跃度都发

挥了调节作用,即城镇化水平、经济活跃度越高,其
正向促进的调节作用越明显;③土地利用程度在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

节作用,土地利用程度增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U”型关系,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的提

高,“U”型曲线变得更为陡峭,且使得产业结构高级

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延后出现;④异质性

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先抑制

后促进作用在长江上游数字化普及水平较低的地

区更加明显。
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因地制宜优化产

业布局,分区施策推动产业园区化发展。对于产业

结构尚处于较低水平阶段的地区,需强化技术转型

以减污增效;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地区,应充分发

挥资源共享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知识管理溢出效

应对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积极作用,实现产业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②推动落地以人为中心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效

益。③提高广大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推动多样

化经济形态的融合发展。④推广立体用地模式,盘
活闲置资源,严守生态红线并动态优化三产用地比

例,以促进人口、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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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inCountiesofUpper
YangtzeRiveronEcologicalEnvironment

CHENGuangyan1,XIAOShuyu2,LONGYu2
(1.SchoolofManagement,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engdu611130,China;
2.SchoolofEconomics,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engdu611130,China)

Abstract:Theupp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isanimportantgreenecologicalbarrier.Usingthepaneldataof328countiesintheupper
reachesoftheYangtzeRiverfrom2010to2020,atwo-wayfixed-effectsmodelandamoderating-effectsmodelareestablished.Theresultsshow
thattheupgradingofcountyindustrialstructure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whichthereisaU-shaped
relationshipbetweenthe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theadvanced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quality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
Thehigherthelevelofurbanizationandeconomicactivity,themoreobviousthemoderatingeffectofindustrialstructurerationalizationon
positivelypromoting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ThedegreeoflanduseenhancestheU-shaped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ialstructure
advancement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theimpactof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ismoreobviousin
areaswithalowerlevelofdigitalpenetrationintheupp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Asaresult,suggestionsareputforwardsuchas
optimizingtheindustriallayout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and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industrialparksthroughzoning.
Keywords:UpperYangtzeRiver;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atthecountylevel;ecologic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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